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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大后方合作金库网络的
构建及其特点

张 朝 晖
(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重庆市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中国合作金库的建设是随着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合作运动而兴起的,国民政府对其十分看重,尤

其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出于“抗战建国”的需要,国民政府力推合作金库的建设,使之进入了一个以大后方合作

金库网络构建为代表的空前发展的时期.合作金库网络的构建,直接目标是要建立独立的合作金融系统,近

则促进农业生产,以坚持抗战,远则振兴农村经济,以实现“民生主义”.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与战时环境下,合

作金库网络的构建,虽然出现了一个连续几年的发展高潮,也一定程度促进了农贷的增长,有利于抗战;但由

于条件的不成熟与制度的缺陷,使其深层矛盾无法破解,并呈现出理想与现实尖锐冲突的一系列特点,最终大

后方合作金库的发展只能是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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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金库系由合作社自集资金所组织之合作金融机关,以调剂合作事业及全体社员资金为主

要任务,其“最高理想则在以农民为主力,结成自有、自治、自享的金融枢纽”,“以培植发展农村经济

的力量”[１]３４.合作金库的构建,承载着国民政府经济与政治的多重考量,尤其是全面抗战开始后,
国民政府更是将其提到了“抗战建国”的战略高度,大力推动合作金库的建设.在政府和新式金融

机关等机构的共同努力下,战时合作金库的区域已普遍到川、黔、桂、湘、赣、苏、浙、滇、陕、鄂、康、
皖、豫、甘、冀、鲁等十六省,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合作金库集中在大后方地区①.然而,战时合作金

库在大后方的建设情况怎样,其特点与影响如何? 目前研究尚较为薄弱,从成果看,主要限于对大

后方个别省份的合作金库建设的论述,缺乏对整个大后方合作金库网络构建的探讨②.因此,本文

尝试对抗战大后方省(市)、县合作金库网络的构建及其特点进行研讨,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国民政府对合作金库建设的看重及其动因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合作金融制度开始进入中国农村.１９２３年６月华洋义赈总会在河北香河县

①

②

关于大后方地区的概念,是指战时国民政府控制下的作为支撑抗战的后方区域,其主体是中国的西南西北地区,以省份论,包

括西南的渝、川、滇、黔、康、桂,西北的陕、甘、宁、青、新等省区.参见张朝晖«试论抗战时期大后方金融网的构建路径及特点»,«抗日战

争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魏本权:«民国江西农村合作运动评述»,«江西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４期;潘标:«奋进与困境: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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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中国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由当地农民自发组织,以经济互利为目的.１９２７年南京国民政

府成立后,认为发展合作社,不仅可“救济农村经济,免除豪强之盘剥,商贩之榨取”,还可“避免土地

革命之惨祸,而收集产农场之实效”[２],于是倡导和推动合作运动.１９３１年４月,实业部公布“农村

合作社暂行规程”,１９３４年２月１７日由立法院公布«合作社法草案»,于１９３４年３月１日在全国施行.
推动农村合作社运动,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解决合作社的资金来源.当时虽然在国民政府的倡

导下,如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１９３５年更名为中国农民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江苏省农民

银行等政府银行,以及一些商业银行也举办了农贷业务,但远不能满足需要.农贷不限于合作贷

款,合作贷款,亦非农贷所能完全包括,因此合作事业的专设金融机构,遂有必要[３]１７.１９３５年３
月,全国合作事业讨论会召开,提出关于统制及监督商业银行农村贷款的提案共１１件[４]１７.其中,
大会通过“合作金融系统案”,主张建成独立的合作金融系统.１９３５年４月,«剿匪区内各省合作金

库组织通则»由军委会南昌行营颁布,通令豫、鄂、皖、赣四省政府积极筹备省合作金库,此后筹备向

四省外范围扩大.

１９３６年９月,实业部农本局成立,此乃协调全国农业金融的领导机关,由国民政府联合参加银

行共同组成,其资金主要来自国库和各参加银行,以“调整农产品,流通农业资金,藉谋全国农村之

发达为宗旨”,以辅设县合作金库为其主要工作,同年１２月１８日实业部公布«合作金库规程».规

定:合作金库分中央、省及直隶行政院之市及县市合作金库三级,从它在组织上及经营上看,其性质

均与普通金融机关不同[１]３３.“即合作金库为合作社自己之金融机关,因此在库务上合作社处于股

东之地位.而在业务上合作社又处于顾客之地位,与一般人民对普通银行之关系大异其趣.”[５]９８可

见,合作金库是一种农业金融制度的创新,它从金融机关获得农贷资金,再转放给合作社,目的在于

为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提供可靠的资金来源.
总体来看,至“七七事变”前,合作金库的推行进展缓慢,地域上主要分布在华北及东南地区.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１日和次年４月１日,四川、江西两省合作金库先后成立,１９３７年４月在山东寿光县

成立第一个县合作金库,其后山东济宁,河北定县、安徽芜湖、宣城及南京市等合作金库相率成立.
至七七事变时,已成立省库２个,市库１个及县库５个[６]１[４]１７.七七事变后,经历了短暂的停顿,自

１９３８年开始,合作金库建设,特别是大后方合作金库网的建设异军突起,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
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巩固抗战大后方的需要.全面抗战开始后,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而如何振兴大后方农业经济,则成为能否巩固抗战大后方的关键.鉴于长期抗战的基础,依
赖于农村经济的繁荣,政府遂督责金融机关,恢复并扩大农村放款[３]１８.其中,通过迅速地展开全国

农村信用合作网便成为重要举措,既可使集结于少数都市之游资,尽量流入广大农村社会,支持农

业及手工业生产,又可以此发动广大的平民节约储蓄运动,以增加战时生产资本[７]４１.二是建立战

时金融垄断体制的需要.随着国民政府的西迁,为应对战争,需要建立战时金融垄断体制,遂开始

大力筹建西南西北金融网,并将合作金库网络的构建纳入整个西南西北金融网体系中.三是推行

新县制的需要.从１９４０年起,国民政府决定以县为单位,实施新县制,以强化抗战所需的社会基

础.新县制是一种以“县”为基本单位的地方自治制度,内容庞杂,其重要举措之一便是实行县自治

财政以及发展相应的金融设施,其中合作金库便对新县制之顺利推行,负有协助推行之使命[８]３８.
四是“抗战建国”的需要.据当时中央农业实验所估计,全国耕地总计１２亿亩,每亩如贷以经营资

金５元,则需资金合计６０亿元,加上农户负债的资金,总计需农贷资金８３亿元,而实际上,当时国

家银行与商业银行之农贷合计,决不超过３亿元,农业金融制度之亟待建立,诚急不容缓[９]４５.由于

合作金库的兴衰事关合作社的成败,而合作社在战时的发展,“不是专为民众解决经济生活就算了

事,它还是要从经济出发,去联合民众,充实保甲,帮助政治,供应军事,以达到抗战建国的远大目

的”[９]１００Ｇ１０１.使合作组织能确实成为经济建设之基本机构,健全合作金融成一完整之体制,以奠定

三民主义经济制度之基础[１０].是故,国民政府推动大后方合作金库的建设,较战前更为积极.



二、战时大后方合作金库网络的构建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的爆发,极大影响了中国合作金库的发展进程和轨迹.综观战时大后方合

作金库网络的建设历史,经历了二个不同的发展时期:从停顿应变走向发展扩大时期(１９３７年７月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由发展扩大走向紧缩停滞时期(１９４２年１月－１９４５年８月).
(一)从停顿应变走向发展扩大时期(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９４１年１２月)
“七七事变”之后,合作金库相对较为发达之华北及沿海省区,均相继沦陷,一时合作金库的发

展及合作贷款工作有停顿之势,然而自１９３８年７月后,随着战事逐渐趋于相持态势,社会经济环境

较前稍显平稳,合作金库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时期[３]１８.
首先,国民政府细化了政府对合作事业管理的分工,确定了农本局作为构建合作金库之领导机

关.合作事业之推进最初主要是由农本局负责,１９３９年１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加紧推进合

作事业之提案,拟成立合作事业管理局以司专责,５月２９日,合作事业管理局正式成立,直隶经济

部,并与农本局进行了分工,规定:农本局主要负责合作金融之调整,而合作事业管理局主要负责合

作事业之推进[１１]１２Ｇ１３.

１９４１年春,为减少互相掣肘,农本局奉令改组,所有合作金库分别移交中国农民银行、中国银

行、交通银行及中央信托局等,农本局之辅设合库工作,至此遂告结束[５]１０８.合作金库辅设之领导

工作由中国农民银行接替.
第二,国民政府进一步扩大合作金库的辅设机构,充实辅设力量.由于合作社自身资金的极度

匮乏,合作金库之资金,只能从外部寻求帮助.于是,国民政府提出辅导帮助设立合作金库的要求,
依据«合作金库规程»中第六条之规定,提倡各级政府、农本局、农民银行、地方银行及办理农贷各银

行暨其他不以营利为目的法团辅助设立合作金库[１２]３５０.战前主要参与辅设的机关为农本局和中

国农民银行,战后,除令饬农本局积极推广外,１９３８年２月２３日,经济部(即原实业部)修正«合作金

库规程»,开放辅设机关,又增加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信托局、以及各省政府、地方银行等机关,
以使参加单位增多.于是,合作金库的资金来源大增,遂使各地省县尤其是大后方合作金库能在短时

期内创立起来,而呈现欣欣向荣,蓬勃发展之趋势[３]１８.下表显示出主要的一些辅设机关之辅设情况:
表１　１９３７－１９４０年各辅导机关辅导成立县合作金库概况表 单位:个　　

辅设机构
年份

省合作
金库

省合作
行政机关

农本局
中国

农民银行
中国银行 其他 合计

１９３７年前 ２ ２

１９３７年 ４ ３ １７ ３
２７(含
分库４)

１９３８年 ６７ ５ ７６ ３ １５１
１９３９年 ８１ １１ １２８ ２９ １ ２５０
１９４０年 １１１ ２１ １６８ ８２ １４ １ ３９７

　　资料来源:根据黄肇兴:«中国合作金库发展史鸟瞰»(下),«新中华»复刊第１卷第１１期(１９４３年１０月),第４６Ｇ４７页整理.

可见,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国民政府倡导下,各辅设机构积极参与推动合作金库的建设,其中国

家行局为骨干,而农本局贡献最大.截至１９４０年底,在总计３９７个县库中,由农本局、中国农民银

行、中国银行辅设的县库达２６４个,占总数６６．５％,其中由农本局辅设的县库占总数的４２．３％.
于是,战时合作金库有了较快的发展.截至１９４０年底止,合作金库之分布区域已达１６省１

市,其中省库５个,即１９３６年成立之四川省库,１９３７年成立之江西省库,１９４０年新成立之浙江、福
建、广西３个省库;市库１个,即１９３７年成立之南京市库(１９４１年另成立重庆市库);县库３７６
个[５]１１３Ｇ１１４.其中,各省县库数及其占县份数之比重变化可见下表.



表２　１９３７－１９４０年各省总县数与县合作金库数比较表

省别
总计(１９４０年)
总县数 总库数

１９３７年

库数 百分比

１９３８年

库数 百分比

１９３９年

库数 百分比

１９４０年

库数 百分比

四川 １４９ １１３ ５ ３．４ ６２ ４１．６ ７７ ５１．７ １１３ ７５．９
贵州 ８４ ５８ ——— ——— １６ １９．０ ３９ ４６．４ ５８ ６９．０
云南 １１２ ９ ——— ——— ——— ——— ——— ——— ９ ８．０
广西 ９９ ４６ ——— ——— １７ １７．１ ３３ ３３．３ ４６ ４６．５
西康 ３１ １０ ——— ——— ——— ——— ９ ２９．０ １０ ３２．３
陕西 ９２ １８ ——— ——— ——— ——— ３ ０．３２ １８ １９．５
甘肃 ６６ ２０ ——— ——— ——— ——— ——— ——— ２０ ３０．３
合计 ６３３ ２７４ ５ ０．７９ ９５ １５．０ １６１ ２５．４３ ２７４ ４３．２９
山东 １０７ ２ ２ １．９ ２ １．９ ２ １．９ ２ １．９
河北 １３０ １ １ ０．８ １ ０．８ １ ０．８ １ ０．８
安徽 ６２ ２ ２ ３．２ ２ ３．２ ２ ３．２ ２ ３．２
湖南 ７５ ２７ ６ ８．０ １１ １４．７ １５ ２０．０ ２７ ３６．０
江西 ８３ １１ ５ ６．０ ５ ６．０ ５ ６．０ １１ １３．３
湖北 ７０ １６ １ １．４ ２ ２．８ １１ １５．７ １６ ２２．８
浙江 ７５ ３６ ——— ——— ——— ——— １５ ２０．０ ３６ ４８．０
河南 １１１ ５ ——— ——— ——— ——— ３ ２．７ ５ ４．５
福建 ６２ ２ ——— ——— ——— ——— ——— ——— ２ ３．２

合计 １４０８ ３７６ ２２
占七省

６７６县

３．３
１１８

占九省

８５９县

１３．７
２１５

占十三
省１１６８
县１８．４

３７６
占十六
省１４０８
县２６．７

　　资料来源:根据顾尧章:«中国之合作金库»,«金融知识»第２卷第３期(１９４３年５月),第１１６Ｇ１１７页整理.

可见,战时县合作金库,虽然分布于１６省,但却呈现出由东部向西部地区迅速发展的态势,并
主要集中于川、黔、云、桂、康、陕、甘等大后方地区.战前大后方地区的县库数为零,而在战后其库

数激增.具体情况为:１９３７年,库数５,占当年全国２２县库的２２．３％;１９３８年库数９５,占当年全国

１１８县库的８０．５％;１９３９年库数１６１,占当年全国２１５县库的７５％;１９４０年库数２７４,占当年全国

３７６县库的７３％.１９３７－１９４０年大后方县库数占其６３３县数的比重,由０．７９％逐年增长到１５％,

２５．４３％,４３．２９％,且分布于大后方的大多数省区,构成战时合作金库网络的主体.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战时特殊环境致使统计渠道和口径十分混乱,因而县合作金库数缺乏精确统一的数据[１３]１１８,
如上述黄肇兴、顾尧章分别在各自文中提供的合作金库之数量便有所差异.

(二)由扩大发展走向紧缩停滞时期(１９４２年１月－１９４５年８月)
太平洋战事爆发后,各地合作金库乃迅速走向紧缩停滞.据统计,截至１９４４年,大后方的川、

康、滇、黔、桂、陕、甘等省县合作金库总计为３２６个,其设立主要集中于１９４２年以前,自１９４２年起

合作金库之发展便由蓬勃之势而趋于停滞.在总计３２６个县库中,除了云南的合作事业因起步较

晚,在１９４２年后新建了２８个县库外,其它各省的县合作金库的设立仅合计１３个,即８８％的合作金

库成立于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４１年之四年间,其余四年则仅占１２％[１３]１１８.
究其停滞原因:(１)海上交通阻滞,内运物资困难,四联总处在紧缩放款之基本政策下收缩

１９４２年度农贷.(２)由于政府农贷政策的紧缩,合作金库资金来源断绝,而且银行所辅导的合作金

库,十九亏折,因此不愿继续辅设.(３)中央合作金库酝酿成立,但又迟迟不能实现,各银行遂采取

观望政策,因此抗战以来大后方县合作金库快速发展的势头骤然停顿[３]１８.
如此情形下,为了能协调各方力量,挽救合作金库的颓势,以建成独立的“合作金融系统”,成立

中央合作金库便显得日益迫切了.１９４１年４月初,由社会部主持的全国合作会议召开,会议请求

政府迅速成立中央合库,１９４２年８月１５日行政院确定谷正刚、陈果夫、潘公展等１５人,于四联总处

下成立中央合作金库(或中央合作银行)筹备委员会,由社会部谷正刚部长兼任主任委员,以六个月

为筹备期间[１３]１２５.１９４３年９月１８日国民政府公布施行«合作金库条例»,１９４４年３月２日公布施

行«合作金库条例施行细则».规定合作金库“以调剂合作事业资金为宗旨”,确立了合作金库六项



原则:(１)中央合作金库资本定为６０００万元,县合作金库资本定为１０万元以上;(２)合作金库之资

本除国库国家银行或省银行县市银行担任者外,余由合作社分认;(３)合作金库之业务,以合作组织

为对象;(４)合作金库之组织分为二级:中央合作金库及省(市)分金库,县(市)合作金库;(５)合作金

库理监事,除由主管机关指派外,余由各认股单位选举之;(６)合作金库以社会部及财政部为主管机

关[１３]１２５.其中,合作金库分为中央合作金库及其各省(市)合作金库、县(市)合作金库两级体系,省
(市)合作金库只是中央合作金库的分金库,而非独立的一级,这是与１９３６年«合作金库规程»中关

于建立三级合作金库体系规定的最大不同,其原因在于自１９４２年起,省级财政已归并中央.随即

社会部、财政部再根据合作金库条例及其施行细则,于１９４４年６月１７日会同订定«中央合作金库

章程»、«中央合作金库各省市分金库设计委员会组织规程»、«县市合作金库章程准则»,并于８月

１２日公布施行.另社会部根据合作金库条例,于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５日订定中央合作金库及县市合作

金库各认股单位理监事选举办法.至此,中央合作金库之筹备,在法制层面告一段落.不过,直到

抗战结束,中央合作金库并没有建立起来,在整个大后方,合作金库仍然是以省、县合作金库的形式

存在.迟至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１日,中央合作金库才在南京成立,以陈果夫为理事长,寿勉成为总经理.
自１９４５年以后,不仅新设县市合作金库极少,即原有者,亦多因入不敷出,而呈萎靡不振的状

态[１３]１９.而且众所周知,全面内战爆发后国统区经济(金融)迅速走向彻底破产,此时中央合作金库

的成立完全于事无补.

三、大后方合作金库网络的构建特点

大后方合作金库网络的构建,勃兴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期间,是全民族抗战事业的组成部分,
也是当时整个中国合作运动乃至国际上方兴未艾的合作运动的组成部分,复杂的时代背景与残酷

的战时环境,使大后方合作金库网络的构建呈现出一系列鲜明的特点.
第一,政策推动,政府主导.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便开始筹建大后方金融网,制定了详尽

的规划,并由政府主导,动员可以调动的所有资源,加紧实施,这其中合作金库网的建设就是大后方

金融网建设的组成部分.１９３８年８月财政部拟订«筹设西南西北及邻近战区金融网二年计划»,规
定:凡后方与政治交通及货物集散有关之城镇乡市,应至少有四行之一或各该省省银行,设立分支

行处;在各乡市城镇分支行处筹设中,以合作金库及邮政汇业局辅助该地之金融周转及汇兑流通.

１９３９年９月８日,国民政府公布«紧固金融办法纲要»,规定扩充西南西北金融网,１９４０年３月间,
又增订第二第三期西南西北金融网计划[１４]１６１Ｇ１６２.在西南西北金融网建设中,是以中央银行、中国银

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为核心,以省地方银行为桥梁,以合作金库为最基层组织.１９４３年６
月１４日,第五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三一次会议通过«发展农业金融业务完成农村经济组织以达成

经济管制并奠立本党基础案实施办法»,更明确提出要建立农业金融网:“农业金融网以中国农民银行

及各级合作金库为主干,以地方金融机关为辅助,以农民团体为基层组织构成完整严密之体系,分工

合作推进农业金融业务”[１５].
为推动大后方合作金库网的构建,继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公布«合作金库规程»后,国民政府又颁布

«合作金库条例»、«合作金库条例施行细则»,从法律上确立并不断强化了合作金库的地位.为使合

作金库的建立得到资金的保障,国民政府也是颇费思量,如筹设四川省合作金库时确定资本一千万

元,由省府、合作社及合作社联合社各担任五百万元,但因本省合作组织资力微弱,无力担任,乃由

省府筹集现金及四川建设公债之折抵共计二百十四万元,始行开业[１６].１９３６年国民政府成立农本

局,“将过去枝枝节节的救济工作,合并为整个的原动力,即以政府的力量去联络各银行,对于农村

为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投资”[１７]３,“由机构认购提倡股本,由合作社认购普通股本”[１８]３４.
第二,名为自治,实赖辅设.按照合作金库的制度原则,是要建立一个“民有、民营、民享”的金

融自治系统.即直隶行政院之市县合作金库,“由各该区域内信用合作社及各种合作社联合社认购

股本组织之”;省合作金库,“以县市合作金库及以省为范围之合作社联合社认股组织之”;中央合作



金库,“由省及直隶行政院之市合作金库暨以全国为范围之合作社联合社认股组织之”[１２]３５０.然而,
由于农村经济的凋敝,广大农民的贫困,合作社自筹资金极为困难,于是国民政府要求政府部门和银

行机构设法辅设合作金库的建立:出资认购合作金库的提倡股本,派员对合作金库予以业务指导.
虽然外部力量对合作金库名义上只是辅设,但却是实实在在的主宰,而合作金库则只能依附于

辅设机构,“所需资金几全仰农贷之鼻息”[１９]３０.据１９４３年对四川、西康、贵州、云南、广西、湖北、湖
南、浙江、福建、河南、甘肃１１省合作社股本结构的统计,合作社所认购之股本仅为４２８０３２１元,而
提倡股本则为３２５３２２９０元,两者约为１比７．６;从百分比看,合作社所认购股本,仅占股本总额

１１．７％弱[１３]１２３Ｇ１２４.不仅资金上,合作金库不能自立,而且人才严重匮乏,其经理人才之具备合作与

金融知识及经验者甚少,而滥竽充数者,颇不乏人;此外,还有许多由银行直接调派本行职员到合作

金库工作者.按«合作金库规程»之规定,要求参与辅设立合作金库的各级政府、农本局、各银行暨

其他法团,都不以营利为目的,然而实际中,包括个人、商店和公司等亦纷纷参与辅设,其中,有非但

不是法人团体,而且是专以营利为目的者,这就造成有悖于合作金库宗旨的经营理念和方针,甚至

将脆弱的合作组织取而代之[２０]２６Ｇ２８.四川省合作金库在１９４１年的工作报告中就指出:“目前合作社

无自营资力与自营技术.”[２１]可见,由于资金、人才的匮乏,合作金库离开了辅设机构根本无法生存.
第三,机构庞杂,各自为政.开放辅设机关,虽然有利于吸引更多的资金,但也因此引起了各自

为政、互不合作之矛盾.一方面,大后方合作金库自１９３７－１９４１年间有了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
因为合作金库依附于辅设机构,各辅设机构虽有农本局企图统筹,但该局既无自身的基层组织相配

合,亦无充足的实力相支撑,实际上无法统筹整个合作金库事业.而辅设机构又五花八门,既有不

同性质的金融机关,又有不同系统的政府机构或社会团体,由于各自之间利益、动机、经营方针和工

作方法的千差万别,从而使辅设机关之间及合作金库之间都无法形成相互的协调和配合,往往导致

其中复杂的派系与矛盾.对此,时人曾予以深刻地揭示:“(１)各供给合作金融资金的机构不同,资
金无法集中,统筹不易,运用自不灵活;(２)辅设各省县合作金库之行局,各有各的办法,各有各的作

风;(３)各省县合作金库,因其辅设金融机关之不同,泰半缺乏联系,各自为谋.”[２２]１８

重重的矛盾不仅使合作金库的构建中冲突不断,效率堪忧,而且也严重制约了合作金库事业的

稳步发展.如农本局与中国农民银行,同为中央农业金融组织,却在各地竞相争夺,互相掣肘,导致

１９４１年农本局被迫依行政院指令,将所担负之农业金融业务移交中国农民银行办理[３]１１０.自此,农
本局以办理棉花纱布之运销调整为专责,不再经办合作金库事宜[２３]１１１.但接替农本局使命的中国

农民银行同样回天无力,合作金库事业也随之走向全面停滞.
第四,分布畸形,结构失衡.至１９４０年,合作金库发展达到高峰,分布于十六省区一市.全国

２８省中,已有十分之六之省区成立合作金库,与战前相比,短短四五年间,合作金库的发展有如此

之进展,不可谓不迅速.但是,从合作金库的分布来看,却很不合理.一是总体数量仍太少.如前

所述顾尧章«中国之合作金库»中的统计,即使１９４０年合作金库发展的最高峰,全国县合作金库达

３７６个,也仅占有县库的１６省１４０８县数之２６．７％,占全国总县数１９４７县的１９．３１％;发展最快的

大后方县合作金库达２７４个,也只占１６省１４０８县数的１９．５％,全国总县数１９４７县的１４．１％.二

是分布过于集中.１９４０年大后方县合作金库为２７４个,占全国３７６县库的７３％.全国县库集中于

大后方,大后方县库又集中于四川,１９４０年四川的县库是１１３个,占当年大后方县库的４１．２％,全
国县库的３０％.四川省始终占据首位,其原因在于该省系后方重地,政府对于该省之经济建设,极
为重视,故设库数目,远较各省为多[５]１１４.可见,县合作金库在一地的布局,主要是与该地的战略价

值相联系的,而非从农业及合作事业的本身实际需要出发.大后方合作金库网络结构的合理与否,
直接关系着为农村金融服务的成效,关系着合作运动事业的成败,而这种分布的畸形,结构的失衡,
显然不能不使其服务绩效与使命履行大受影响.目标宏大,成效不彰.抗战时期,一方面,合作金

库制度既为解决合作事业融资问题,又背负着“抗战建国”的宏大使命,另一方面,在实施中又遭到

各种限制和阻碍,因此其产生的影响与作用自然十分复杂.合作金库制度是推动现代农业金融事



业的尝试,对于大后方农村金融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抗战爆发前,中国农贷资金十分匮

乏,１９３６年全国贷款不过３０００余万元,西南各省尤少,抗战爆发后,为发展农村经济,国民政府紧

急推进农贷事业,在大后方农贷资金剧增.其中,合作贷款在农贷中占有相当比重,如下表所示:
表３　抗战期中合作贷款占农业贷款百分比表

时间 农贷结余额 合作贷款结余额 百分比

１９３７年底 ３４７１５０００ ２７０５５９４８ ７８％
１９３８年底 ６６８６６０００ ６１９４８３４５ ９３％
１９３９年底 １１２９６６０００ １１２６１１８９８ ９８％
１９４０年底 ２１１４０８０００ １５５５７８６６２ ７４％
１９４１年底 ４８５３０６０００ ２４９８７８７７０ ５４％
１９４２年底 ６８２８０５０００ ３８７６９４４５７ ５７％
１９４３年底 １５８７４７４０００ ８０２３７６０４４ ５０％
１９４４年底 ２７４４５３４０００ １１８７８５３７９７ ４４％
１９４５年底 ——— ２４８２９３２９２６ ———

　　　　　　　　　　注:１９４５年底农贷结余数尚未经四联总处发表,故从缺.资料来源:«金融统计»,«金融汇报»

　　　　　　第１６期(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４日),第１４页.

上表可知,抗战期间,合作贷款始终占据着整个农贷的重要地位,尤其是１９４１年底以前,各年

均占据了大半的份额.但自１９４１年底以后合作贷款之比重却是大幅下降,直至１９４４年降至４４％,
这种情况当然是与合作金库的构建,在１９４１年后的迅速萎缩联系在一起的.

合作金库的发展,还改变了以前单一的农贷金融的模式,形成了一种复合的农贷金融模式.在

合作金库体系出现之前,中国农村金融是由政府银行或一般商业银行办理农贷.但随着合作金库,
特别是大后方合作金库网络发展起来后,便打破了以由银行控制农贷金融的单一格局,“办理合作

贷款的机关,除银行外,有合作金库及其机关团体等十数种”[４]１７,从而形成了银行系统与合作金库

等共同承担农贷金融的局面.与以往银行直接面对单个农户借贷相比较,由合作金库作为桥梁,进
行有组织的借贷,则不仅为农业的生产和消费提供了新的融资平台,也提高了农贷资金的稳定和可

靠性,还有利于农民抵抗可能遭受的高利贷盘剥.农本局之所以积极辅设合作金库,就是认为由此

可以树立一种优良的制度[２４]２.如下表中四川省乐山县的调查,便反映了此方面的意义.
表４　１９３７－１９４１年５月乐山县农民借贷来源各乡平均所占之百分率及其利率

借贷来源 所占借贷之百分比 月息

合作社 ３７ １分２厘

农民 ２８ ３分４厘

地主 １８ ３分５厘

商店 １５ ３分２厘

典当 ２ ２分

　　　　　　　　资料来源:«乐山县农村经济调查初步报告»,«中农月刊»第３卷第１期(１９４２年１月３０日),第１１２页.

由上可知,在乐山的农民各种借贷中,合作社的利率是最低的,仅１分２厘,其他则高达２分－
３分５厘不等,农民承受的暴利盘剥之重可见一斑.同时,亦可窥见合作金库对于减轻农民负担之

重要性.于是该县农民渐渐趋向合作信用借款,１９３９年冬合作金库正式成立,以后合作社之信用

贷款,均由合作金库专负其责,１９４０年贷出８０余万元,本年四月底业已达９７万余元,尚有１０余万

元,亦正在筹拨之中.合作社社员借款额度,亦年有扩充,计１９３７年为２０元,１９３８年为２５元,１９３９
年为３０元,１９４１年提高为百元[２５]１１２.可见,其中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大后方合作金库网络的构建对于农村金融的积极影响是有限的.首先,资金缺乏,不敷

需要.据统计,“以全国一般平均数而言,平均每社贷款累计数约１６００元,贷款结余约８８０余元,
平均每社员贷款累计数约３４元,结余数约１７元”[４]１８.合作社所得放款相比生产之需求,实在过

低,无济于事[２６].其次,有限资金为豪强把持,生产者实难受惠.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农贷

资金多操纵于农村的土豪劣绅之手,而非直接从事生产的农民[２７]１２.“土豪劣绅把持合作社的现



象,依旧成为今天中国合作事业发展前途的重要障碍”,“合作社本身所加入之资金与主权,均微乎

其微,既无所谓自有,亦无所谓自营,更无所谓自享”[９]１１０、１１３.可见,合作金库制度尽管设想的目标

与作用很宏大,但实际上根本达不到,欲依靠合作金库制度本身,来拯救农村经济恰是本末倒置.
对此,当时就有人指出:“我国合作金库制度要将来得到成功,非根本改变整个农村经济不可”[２８]５１.

综上,战时大后方合作金库网络的构建,既是近代以来中国合作运动发展的产物,更是抗战这

个特殊的时代环境下的结果.与西方明显不同的是,西方合作金库的建立是信用合作发展的自然

结果,以基层信用合作组织的广泛建立与普遍发展为基础,以“民有、民营、民享”的独立合作金融系

统为目标.然而,中国合作金库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先天不足的早产儿,其命运完全不能自主,只
能随着形势的变迁和外力的作用而沉浮不定,这也使之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事实表明,大后方

合作金库网络的构建,在抗战中一度迅猛地成长,是战争环境下,政府的强力推动所致,可是一旦失

去了这个条件,其发展也就戛然而止.虽然合作金库的出现,也是顺应时代潮流与要求的金融制度

和农贷方式的创新,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支持其发展的现实条件并不充分,包括政府的支持也是不

稳定的,从而造成宏大的理想与严酷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无法破解,致使其在短暂的高潮后必然

走向停滞.这样的结局,其实也是整个近代中国合作事业乃至农村经济演变轨迹的缩影.同时也

有力证明,在近代中国,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想要绕开这个根本,来解决农民问题,只能是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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